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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文化变迁视角，对内蒙古、蒙古国和布利亚特草原荒漠化问题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错误的

产业选择是导致荒漠化形成和加剧的直接导因，但其背后的文化根源却是农耕文化的大量侵入和游牧民族

自身在文化上的农耕化。只有重视文化维度，确立起适应草原地区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的先进文化，方可

保证其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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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蒙古人聚居的整个草原地区的生态系统早已成为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与人类文

化因子的共同作用下协调演进的动态系统，我们曾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革新角度对内蒙古草

原的变迁进行历时性研究，取得了一些新鲜结论[1]①。本文沿着与上述研究相同的思路，拟

将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作为蒙古族聚居国家和地区草原变迁的一部分，结合我们在参与近

年间一次国际科学考察过程中所得到的成果
②
,以更广阔地域的经验教训为基础，揭示造成荒

漠化加剧的文化因素，再一次论证对民族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发扬是治理荒漠化，并进而实现

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一、             布里亚特、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 

  

由国际游牧文明研究院牵头，中、蒙、俄三国相关领域学者组成的一支国际科学考察队，

曾于 2000 年 8—9 月和 2001 年 7—8 月期间，先后在蒙古国中东部 6 个省的 25 个县、俄罗

斯联邦布利亚特共和国 4个区的 7个乡以及我国内蒙古自治区 3个盟(市)7个旗的 9个苏木

（镇）境内，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游牧文明变迁问题多学科田野考察。这一广阔的地域系

北纬 38——52°、东经 107——118°之间的内亚腹地中纬度草原区的东翼，也是蒙古民族

草原游牧文明的发祥地。按照景观生态学分类，该区域包括了分部于鄂尔多斯高原、蒙古高

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荒漠草原景观（含部分荒漠景观）、典型草原景观、草甸草原景观等三

类景观；按蒙古族民众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分类，包括了定居、半游牧半定居和游牧三种类型。

本人参加了三国联合考察队经济—生态学考察组，从蒙古族生态文化传统的视角，实地考察

了草原荒漠化状况及其同民族传统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贝加尔湖东岸卡班斯基地区到鄂尔多斯高原伊锦霍络旗的 1 万多公里的沿线考察表

明，近几十年来草原荒漠化在我们的考察地域内已经普遍出现，但其程度、成因、趋势，在

不同的国度具有显著差异。 



布里亚特共和国拥有 35.11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总人口为 105 万，其中布里亚特人约

25.2 万人，占总人口的 24.0%。尽管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 2.99 人，因大部分国土面积

属于丛林和高山，相对狭小的经济活动区域内的人口密度也不低。受前苏联时期机械化大开

垦的影响，在近几十年期间，农田面积猛增，草原面积锐减。20 世纪 40 年代的全面定居化，

迫使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布里亚特人基本放弃了利用天然草场四季轮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

及以大畜为主的畜群结构传统（见表 1）。 

表 1         布里亚特共和国土地利用及畜群结构变化情况 

土地利

用结构 
1923 1940 1960 1970 1980 1990 1991 1992 

农 田

（千公

顷） 

134.0 668.0 846.0 962.1 1036.7 963.1 951.5 913.4 

草原 

（千公

顷） 

2957.6 2423.6 2245.6 2129.5 2054.5 2128.5 2140.1 2178.2

牛（千

头 ） 
312.0 414.1 377.0 449.0 479.4 559.1 549.6 502.7 

羊（千

头 ） 
217.0 638.4 1591.0 1755.9 1721.3 1384.0 1262.7 1091.5

马（千

头 ） 
-- -- 61.5 56.6 54.8 76.5 75.7 73.7 

猪（千

头 ） 
29.0 79.9 136.6 173.2 222.0 262.2 264.3 217.4 

资料来源：B.O.贡布耶夫，内亚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与进程，见 C. Humphrey & D. Sneath,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Inner Asia Vol. 1, pp. 12-57,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66. 

由表 1 可见，一方面农田面积由上世纪 20 年代的 13.4 万公顷猛增到 80 年代的 103.67

万公顷，增长了 6.7 倍；近 300 万公顷天然草原的 28%，已经被开辟为农田。于是村落周围

和人口密集地区的草原陆续出现退化，局部地区已发展为比较严重的荒漠化。目前的沙化草

原主要分布于库鲁姆坎、巴尔古津、吉真、恰克图、色楞格等几个区。以巴尔古津河流域地

区为例，定居点周围 0.5 公里范围内植被已基本消失，0.5-1.5 公里范围内只有以星毛萎陵

菜、寸苔草为主的异常植被；优质牧草在 2 公里以外才开始出现，3 公里以外才成为优势种

③。但荒漠化区域的分布格局属于点荒漠化类型，远没有达到集中连片，其程度也没有内蒙

古草原严重。 

从地理位置和植被特征角度看，内蒙古和蒙古国的草原更加具有可比性。 

蒙古国拥有 1.26 亿公顷草原，其中的 76.5%即 9680 万公顷为可利用草原。由于蒙古国

还没有形成测度草原退化和受破坏程度的国家标准，对受不同程度破坏的草原面积的比例有

70%、40%、30%、16%等彼此相差悬殊的四种说法。我们的实地考察表明，该国国土上沙化区



域大体可分为大片农田的土壤受蚀和分布广泛的点荒漠化。从上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的农田

开垦，一方面在该国国民经济中发展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种植业，另一方面也失去

了一定数量的优质草原。根据 1998 年的资料，在全国 120.64 万公顷农田的 56.15 万公顷中

已出现土壤侵蚀，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受侵蚀农田分别占 58.9%、28.9%和 12.2%；与开垦

前相比，其腐殖质含量在 40 余年间分别下降 7.2%、21.3%和 39.4%，从而致使其单产分别下

降 12.2%、30.6%和 66.0%[2] 。而广泛分布于典型草原和荒漠草原的点荒漠化主要分布于：

①省、县、巴克所在地以及定居点周围；②牧民冬营地和春营地周围；③明面水稀缺地区泉

眼、小溪、湖泊、绿洲、河流的附近区域；④露天矿床开采点周围地区等地点或场所[
3]
。在

这些“点”周围的荒漠化面积和程度，主要因人口和畜群规模的不同而不等，其平均荒漠花

半径在 1.5-8.0 公里之间。被认为已经重度荒漠化的 3 个县之一的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县，正

是考察队的途经之地。我们亲眼目睹了荒漠化造成的景象：县城的荒漠化极为严重，有 100

多所建筑的前后淤积了 0.7-1.8 米深的流沙；从县城往外 4-6 公里范围内出现中—重度荒漠

化，6-8 公里范围内为轻度荒漠化。凡出现退化、荒漠化的区域内，草场的年生长量在近 40

年间下降 25~73%。 

  

二、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局面 

  

与蒙古国和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相比，应当承认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更为严峻。

研究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的 40 年间从

6867.0 万公顷减少到 5170.0 万公顷，净减少 1697.0 万公顷，下降率为 24.7%，保持丰美景

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 23.5%即 972 万公顷也已受到严重破坏
[4]
；而布里亚

特共和国的天然草地在 40 年代初至 1992 年的 50 多年期间从 242.36 万公顷减少到 217.82

万公顷，净减少 24.54 万公顷，下降率为 10.1%[5]；蒙古国的天然草地在此期间从 1.30 亿公

顷降至 2000 年的 1.26 亿公顷，净减少 400 万公顷，下降率尚不足 3.1%，受到严重破坏的

面积也仅占现有草原的 6.8%即 860 万公顷
[6]
。按照最悲观的估计，至少还有 30%以上的草原

保持着天然原貌。如将近 40 年间蒙古与内蒙古的草原植物生长量的变化相比较，内蒙古草

原荒漠化形势的严峻性更加一目了然。请看表 2。 

表 2.           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植物生长量的变化 

1961-1962 1981-1982 1999-2000 草原景观

分类 
草场类别 

生长量 

（公担/

公顷） 

比率 

（%） 

生长量 

（公担/

公顷） 

比率 

（%） 

生长量 

（公担/

公顷） 

比率 

（%） 

杂类草-

禾草 
18.0 

15.0 

100 

100 

12.0 

10.5 

66.5 

70.0 

6.5 

5.8 

36.1 

38.6 

  

草甸 

草原 羊茅- 

杂类草 

8.0 

7.0 

100 

100 

6.5 

6.7 

81.2 

95.7 

5.1 

4.8 

63.7 

68.6 



针茅- 

禾草 

11.0 

11.5 

100 

100 

9.3 

8.8 

84.5 

76.5 

6.7 

4.7 

60.9 

40.9 

戈壁针茅

-隐子草

6.0 

5.4 

100 

100 

3.2 

3.0 

53.3 

55.5 

2.5 

1.5 

41.6 

27.8 

  

典型 

草原 戈壁针茅

-野葱 
5.0 

5.2 

100 

100 

2.8 

2.7 

56.0 

51.9 

2.2 

1.4 

44.0 

26.9 

盐柴类 4.5 

4.8 

100 

100 

3.5 

4.0 

77.7 

83.3 

3.1 

3.0 

68.8 

62.5 

芨芨草 16.0 

15.2 

100 

100 

12.0 

12.8 

75.0 

84.2 

9.0 

9.0 

56.2 

59.2 

  

荒漠 

草原 

锦鸡儿 4.0 

4.5 

100 

100 

3.3 

3.5 

82.5 

77.7 

3.0 

3.2 

75.0 

71.1 

资料来源：蒙古草原的数据摘自蒙古环境论坛组织编辑的《蒙古环境白皮书》（西里尔

文），乌兰巴托 2002；内蒙古草原的数据由刘钟龄先生按照蒙方的口径换算而得。 

  

表 2 说明，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时，内蒙古与蒙古草原的状况基本相同；但目前内蒙古

草原的植物生长量几乎在所有草场类型中都低于蒙古，并且在作为内蒙古草原主体部分的针

茅—禾草类、戈壁针茅—隐子草类、戈壁针茅—野葱类等类型草原的植物生长量，以比蒙古

更高的速度下降了。考察队对中蒙两国国境线两侧的草原景观定性观察后也认为，北侧的情

况比南侧好，大约处于南侧上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 

如上所述，草原荒漠化在蒙古、布里亚特、内蒙古地区已经普遍出现，并且近年来正在

加剧；但其目前程度和扩展速度在这三个地区间又有着显著的差异，按荒漠化加剧程度的大

小排序，成立不等式：蒙古 < 布里亚特 < 内蒙古。“中亚游牧文明的变迁”联合考察队相

关领域学者们认为，蒙古和布里亚特地区近几十年间形成的草原荒漠化仍处于点荒漠化阶

段，其扩展速度相对缓慢；而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荒漠化已经呈现集中连片格局，并正在快速

扩展。这种局面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更为严重？ 

为寻找此问题的答案，我们看看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对他们各自地区草原荒漠化的一些

说法。 

布里亚特人认为，从上世纪 40 至 80 年代期间的机械化大开荒挤占大片草原而造成的错

误的土地利用结构、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只有老少妇孺维持生计这一客观环境和前苏联当时的

定居化政策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畜牧业优秀传统的失传、90 年代期间的改革失误等四

个原因，导致了他们境内的荒漠化。因此，他们目前已经采取减少耕地以扩大草场、恢复包

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减少小畜数量以恢复养牛为主的畜群结构传统、着手四季轮牧

试点（在距乌兰乌德以东和以南约 200 公里处的基任金斯克区和穆霍尔希比尔斯科区各选择

一个私人牧场为试验牧场，其中前一个牧场饲养的主要牲畜是哈萨克当地品种绵羊，后一个

牧场的主要牲畜为从内蒙古引进的布里亚特品种绵羊）等措施
[7]
。 



蒙古人认为该国国土上的荒漠化主要是在自然因素的基础上，由人类的不合理经济活动

造成的。这类经济活动有：①对草场的过分践踏，②农田的水土流失，③行政区划单位所在

地、定居点、水井、泉眼、河流周围的点荒漠化，④森林采伐技术规程的违反，⑤露天矿床

的开采，⑥平地草原地区各类机动车辆造成的自然路。其中，前三项是主要的。多数业内人

士认为，将传统的游牧文明未能同定居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正确地结合，是引发上述

问题的根源
[8]
；也有学者提出，蒙古社会的未来文明形态应是游牧文明和定居文明间更高层

次的结合，其中游牧文明将发挥首要功能；它将是一种以游牧人为中心，吸收定居文明一切

优秀成果的文明
[9]
。看来，蒙古国防治荒漠化并发展经济的思路在于在继续保留草场轮牧和

联户经营（浩特）等制度的前提下，以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游牧文明。看来，只

有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实质加以准确定位，进而找到长期以来所做出的产业选择背后的文

化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三、文化变迁视角下的草原荒漠化问题 

  

（1）与布里亚特和内蒙古国相比，蒙古国草原的荒漠化局面相对和缓。之所以如此，

就是因为蒙古地区处于游牧文化圈的中心，因而在文化上未曾沦为它民族的隶属，其传统文

化的许多特质被保留下来，直至如今。考察队经济—生态组成员们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凡

传统文化所受的冲击较少即对待自然环境的传统习俗保留较好的区域，都是草原植被保持完

好状态的区域；反之，凡这些传统受冲击严重，传统习俗大量失传的地区，同时也是荒漠化

形势严峻的地区。人们不得不承认，草原荒漠化所以在蒙古地区最轻，迄今仍在保留三分之

一以上的原生草原，其传统生态文化在民众中得以较完整的保留这一事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举建立自然保护区传统作为例子。内蒙古自治区设立自然保护区的工

作从上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截至 2000 年底所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 96 个，总面积达 765.0

万公顷，占全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6.5%。而蒙古的自然保护区设立工作从 1787-1779 年先后

确定博格多汗山和奥特跟腾格尔山为圣令禁山以来，从未间断过，截至 2000 年末已达 48

个，其总面积为 2050 万公顷，占该国国土总面积的 13.1%。尽管祭祀圣山活动从 1924 年起

中断了几十年，自蒙古国首任总统彭·奥其尔巴特发布总统令以来，祭祀博格多汗山、肯特

汗山和奥特跟腾格尔山已成为举国遵循的法定行为。无疑，这一点对鼓舞至今还较完整地保

留生态文化传统的公众，对青少年一代进行自然保护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而该文化的边缘地带就没有如此幸运。以内蒙古草原的南部为例，在历史上曾多次沦为

农耕与游牧这两个民族相互影响和扩张的地带。期间，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大片草原保

持了水草丰美、蓝天绿地的景象，局部地区出现的生态恶化也受到了遏制。游牧民族所以能

够维护自然生态的完好状态，不仅是由于他们以草原畜牧业为主的产业选择，也得益于他们

的游牧文化。那种认为游牧民族仅凭自己稀少的人口维持了草原丰美的看法，只是一种主观

臆断的结论而已。游牧民族，例如蒙古族及其先民们，自古以来就是在人——家畜——自然

界——人这种闭合循环中，即通过家畜的生产力来满足自己衣食住行经济需求的。因此，草

原的丰美程度本身是游牧民族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即草原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游牧

民族因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辽阔的草原，从而认为草原就是他们社会存在的空间，就是他们

的家园，他们就是草原民族；农耕民族的大量迁入定居被认为是自己生存空间的缩小。秀丽

山川、辽阔草原早已成为游牧民族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创作的对象和源泉，

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以蒙古族为例，他们驯化和培育了适应中亚草原严酷自然环境条件的

五种家畜，并在经营这一独具特色的畜牧业的悠久岁月中创造一整套生产工艺的同时，相当

系统地掌握了关于草原地区动植物群落、地上地下资源方面的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



观和生态观。事实上，游牧民族在他们千百年来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已经创造和发展了包括

渗透于他们自己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智慧、才华、技能、信仰、习俗、审美，以及传承这些价

值的方式、手段在内的适应自己周围环境的文化体系。正是基于可称之为生态文化的这一优

秀传统，游牧民族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家园——草原的完好状态。正如俄罗斯著名

学者 L. N. 古米列夫所评价：“游牧民族在他们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社会文化类型。对此，人们不应认为是粗俗、落后和停滞不前的”
[10]

。而农耕民族对此却没

有起码的认识，“逐水草而居”成了他们描述游牧文化落后的代用词。把北方民族视为落后

民族，甚至把林海茫茫中以林副业为生的居民视为野人，是中原汉族根深蒂固的观念。内蒙

古自治区成立之后提出和实施的“定居化”政策，虽在吸收定居文明长处方面有可取之处，

但把牧区的贫穷落后统统归于游牧生活造成，进而做出在两个五年计划内使牧区完全定居化

的决策
[11]

，实际上也是“农耕先进，游牧落后”传统思想的沿袭。 

（2）与游牧民族不同，传统的农耕民族实际上没有“草地”概念，对他们而言，草地

就是荒地，越是水草丰美的草场，越值得垦殖、采挖和种植；否则就是资源的闲置，就是浪

费。因此，凡农耕民族主宰内蒙古草原的历史时段都曾导致草原退化、生态受损，只是由于

游牧与农耕民族对草原的所有在清末以前的众多世纪里大体保持了轮流坐庄，其中农耕民族

统治时期对偏远草原又鞭长莫及，才没有形成类似目前的严重荒漠化。内蒙古草原的大面积

荒漠化出现于自清末推行“新政”至 20 世纪末为止的一百多年期间，其性质是垦殖型荒漠

化。导致垦殖型荒漠化的直接原因是沿袭了“重农轻牧”的产业选择，而这种产业选择的文

化根源便是以农耕文化作为主导文化，从而致使最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衰落，造成

了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在大部分草原地区的长期断裂。被公认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奠基性文献

的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早在 15 年前就曾指出：“随着有组织的发展工作逐步深入到边远地

区，……这种开发活动会破坏当地环境，使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威胁”，“正规的发展工作更

深入地进入……与世隔绝的环境的过程，往往要破坏适应这些环境茁壮成长的唯一的文化，

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讽刺”[
12]
。这一段文字恰好是适应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近百余年来所遭

遇命运的写照。 

应当指出，20 世纪后 50 年对内蒙古草原的开垦虽没有前 50 年（清朝后期至民国结束）

的规模，鉴于此时被保留下来的草原更为珍贵，即按其经济（畜牧业）、生态和民族文化价

值衡量已显著升值，它对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扩大和加剧所造成的后果却更为严重。众所周

知，解放后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特别是蒙古族已经成为自治区的主体民族；如上所述，草原

又是它们的家园。那末由这两个前提得出的一个直接的逻辑推论：近 50 多年间大量开垦草

原就是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一种自毁家园的行为。因此对这一时期造成的垦殖

型荒漠化更有深刻反省的必要。最近已有学者就此类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指出：“历史上

绝大多数西部少数民族在汉族农耕文化面前，往往没有吸收农耕文化的高生产技术来发展林

牧业，更多的是改弦易辙使自己成为农民，丧失了自己的林牧业意识，走向趋农化的道路。”

[15]笔者据此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自己——包括“当家作主”的许多

蒙古族，丢掉了自己传统文化的诸多优秀特质，已经农耕化了。 

（3）如果概括以上两条，人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任何一个特定社会而言，当

决策者们设计该社会发展模式时决不能忽视支撑这一发展的文化维度。二战后西方把自己的

发展模式强加给第三世界而造成的后果，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所谓发展的文化维

度（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这一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13]

。

作为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内蒙古，从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角度重新审视

近几十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败得失的时候，已经来临。我国新近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关于草原地区退耕还牧、还草、还林的举措，无疑是该地区产业选择上的一种理性回归。



但我们不能仅从单纯的恢复植被这一自然生态意义上理解和操作这一战略，确立正确的主导

文化应是此地区未来发展任务题中应有之义，即必须重视发展的文化维度。 

诚然，作为草原地区未来发展一个重要维度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应是一种先进文化。依

作者的理解，评价支撑一个地区发展的文化维度，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它能够促进

该地区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二是它能够推动该地区民族的持续进步。前者要求它必须是适应

该地区自然环境的，后者要求它必须是基于民族传统的。因此，这种“先进”的文化一方面

必须是一种“适应”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必须是一种“继承”的文化。这说明草原地区继承

游牧文化精髓的必要性。尤其在内蒙古草原牧区，应以实施建设民族文化大区决策为契机，

树立“适应”才是“先进”、“继承”才能“发展”的思想，把适应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作

为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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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of Inner Mongolia with Mongolia and 

Buryatia’s ca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ural changes, this paper propounds a conclusion that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formation and aggravation of the desertification is the erroneous industrial 

selection. But the cultural root of it is the agrarian cultures’s massive intrusion and the nomadic group’s 

inclination to change into peasants in the respect of culture. Only when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is treasured and the advanced culture which adopts to the local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inherits the ethnic culture’s quintessence is establish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will be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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